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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智商：厚植文化自信的新视角

王 嘉

摘 要 文化智商是衡量文化主体适应并融入多元文化环境能力的指标；文化智商的

提升能够完善文化主体的心理构建，全面提高文化主体能力，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升和预测文

化主体的文化自信水平，最终推动文化自信由理论探究付诸具体实践活动；通过提升文化智

商来厚植文化自信，可以从开展通识教育、完善心理构建和加强文明互鉴三种具体路径入手，

分别提升精神性、动机性和行为性文化智商，进而涵养、激发和坚定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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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或政党等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理想和文化价值的高度肯定，对自身文

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高度信心，并相信自身文化能够激励本民族、社会和国家不断前行”[1]（P6）。文化
自信作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P25），是“三个自信”形成的重要基石。自 2016 年习近平
首次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提出后，学术界关于文化自信以及“四个自信”的

相关研究呈井喷态势。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自信的探讨更多地集中在“文化自卑—文化自觉—文化自
信”的生成逻辑研究、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研究、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与功能研究以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等方面，较为系统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的源起、内涵、价值与路径。但对于文化自信理论如何更好地落实到文化实践主体，即人民群众的文化

实践活动之中，使人民群众如何能够在多元开放的文化交流碰撞中保持比较优势、具备较高的文化定力

等关乎文化自信的生命力以及未来发展的问题却关涉较少。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背景下，

不同文明间的交流日趋常态化，在多样文明相互激荡、多种思潮暗涌迭起的环境中，文化主体如何以开

放包容的心态认识文化差异，并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保持比较优势、坚定自身文化立场，成为厚植文

化自信过程中更为重要的问题。文化智商作为衡量文化主体融入多元文化环境以实现跨文化目标的能

力指标，已经较为广泛地应用于多元文化交流活动。提升我国文化主体的文化智商，既能为整个中华民

族文化自信的形成提供能力保障，又有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因此，将文化智商作为厚植文化自信的

新视角，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文化自信研究的主要路向

文化自信的相关研究作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研究的热点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系统梳理了文化自信理论的生成脉络、内涵意蕴与本质特征，辨析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及其

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与作用。学术界从文化自信的学理研究出发，通过厘清文化、文化自卑、文化自

负、文化自觉等概念，指出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生成的前提条件，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发展到高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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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抑制的主体心理涌现的逻辑脉络 [3]，从而阐明文化自信的理论生成机制。从文化主客体互动、价值

观、经济全球化等角度探讨文化自信的基本内涵，从而揭示文化自信具有的本源性、主体性、指向性、认

同性、包容性及实践性等本质特征。文化自信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抓手，是实现伟大梦想的

重要保证，是走好新征程的精神动力，是保持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深厚基石。文化自信作为道路自信

的精神滋养、理论自信的深厚根基、制度自信的不竭源泉，是“四个自信”中更为基础的自信。同时，以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承载，分析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时代价值。

其次，具体阐释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论述文化自信内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以及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的内涵及其关系。文化自信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其最深层的力量源泉必定

蕴藏于社会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受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的科学指引、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及日益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等都奠定了文化自信的

强大底气。习近平指出，“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
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

标识”[4]。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是文化自信的来源又

是其主要内容。学术界在具体阐释三种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自信的

根基 [5]，是提振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中国革命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承载红色基因，是文

化自信的精神支柱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昭示了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实践

支撑。

再次，深刻揭示新时代条件下文化自信面临的现实困境。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文

化自信显著提升。在抓住时代机遇的同时，学者们也清晰地意识到提振文化自信所面对的现实困境。由

于我国尚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上还没有完全扭转“西强我弱”的局面，因此，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

话语权的实现受到西方文化的制约与限制。随着网络新媒体逐渐深入文化生活领域，从根本上改变了文

化的呈现方式，给文化自信的提振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

们的文化需求也逐渐多样化、品质化，对文化本身的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也使提振文化自信更加困难。

最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重点，探究提振文化自信的路径与方法。

学术界在探寻厚植文化自信路径的过程中，更多地将体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提振文化自信的重要

路径，旨在完善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本质的理解、提升文化主体的内在认同，希冀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寻找到提振文化自信的出路。此外，研究者还从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理论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与产业建设、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等多个角度论证提振

文化自信的路径与方法。

上述研究为提振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元化的不断深化，现有的理论研究逐渐难以满足新时代厚植文化自信的需求，其研究路向应从以

下三个方面转变：一是由文化自信的内涵研究向文化主体实践研究转变。文化实践主体不仅是文化的

创造者，更是文化自信的彰显者，文化自信只有在文化主体的实践中才能得以检验、发展与彰显。二是

由文化主体的认知研究向其心理构建研究转变。现有的研究主要以文化主体对文化自信内容的认知与

承创来提振文化自信，更多地还停留在文化自觉层面，应将研究重点由自身文化系统本身转向拓展自身

文化的影响力与感染力。自信作为主体内在的心理状态，本身就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新时期进一步

厚植文化自信，不但应从文化内容着手，更应重视文化主体的心理构建。三是由探寻传统向文明互鉴转

变。目前，关于提振文化自信路径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体认与承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有学者将文明

交流互鉴作为提升文化自信的路径，但其论述仅停留于宏观层面，并未做具体探究。由此可见，目前关

于提振文化自信的思路最终指向是对内的，是以探寻文化本源为目的的，重点在于使文化主体在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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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所处的母文化“是什么”“从哪来”的基础上，提升自身文化自信。然而，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信不应仅

局限于对自身文化历史与传统的科学认识，更应关注文化的未来发展，即解决自身文化“到哪去”“怎么

去”的问题，这是提振文化自信过程中更为重要的问题。文化智商理论作为全面系统衡量主体跨文化交

流能力的指标，可以从提升文化主体的文化认知、文化动机以及文化交流能力等微观角度入手，推动文

化自信研究以上三个方面的转变，进而更好地厚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二、文化智商的理论界定

文化智商（CQ）作为一种商学概念已被《剑桥商学研究手册》¬收录，与智商（IQ）、情商（EQ）
等概念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 [7]（P38）。国外学者同时使用 Cultural Intelligence 和 Cultural Quotient
两种表达，前者倾向于能力层面，后者则注重对能力的系统测评。能力是一种达到要求的最低限度 [8]

（P72），而文化智商作为一种系统、动态的衡量指标，是对能力概念的超越。因此，国外有关文化智商著
述的标题虽然同时使用 Cultural Intelligence 和 Cultural Quotient（CQ），但是对文化智商的概念、测
量及多领域应用等具体论述皆是基于 CQ 展开的，以凸显其商学本质。因此，本文将其译为文化智商，
而不是文化智力或文化能力。文化智商与智商和情商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面对新的文化环境，文化

智商和智商都会使人“三思而行”，即人们在进入新的环境时往往会以降低行事效率来适应新的环境，文

化智商和智商较高的群体往往能够缩短这一过程。文化智商与智商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更关注个体识别

与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能力。情商和文化智商均在情绪管理领域超越了智商。然而，文化智商不同于情

商，它侧重于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感知和管理情绪的能力，而不是一般的管理情绪的能力。

1. 文化智商的概念。伦敦管理学院克里斯托弗·厄尔利（P. C. Earley）教授和南洋理工大学商学
院洪信（Soon Ang）教授借鉴了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J. Sternberg）和道格拉斯·
德特曼（Douglas K. Detterman）的多维度智商观点，于 2003 年最早明确提出“文化智商”的概念模
型，指出，文化智商是人们在异质文化环境中收集、处理文化信息并据此做出文化判断与行为选择，以

便更好适应多元文化环境的能力 [9]（P59-70）。当前，关于文化智商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克里
斯托弗·厄尔利与马林诺夫斯基（E. Mosakowski）从商业管理角度出发，认为文化智商是企业管理者灵
活处理文化差异、协调跨文化团队建设、高效开展跨文化业务的能力 [10]（P139-146）；布鲁克斯·彼得森
（Brooks Peterson）借助平等和阶层制度、直接和间接、个人和群体、任务和人际关系以及风险和谨慎这
五种文化标尺，为跨文化交流者了解不同文化提供操作性建议；戴维·托马斯（David C. Thomas）认为，
文化智商是个体在跨文化情境中所具备的文化知识底蕴、文化环境体验以及文化行为转变的异质文化

适应能力 [11]（P78-79）。由此可见，学者们虽从不同角度对文化智商的概念进行界定，但究其本质是具
有内在一致性的。文化智商应界定为衡量文化主体适应并融入多元文化环境能力的指标。理解文化智

商，应着重把握以下两个要点：一方面，文化主体适应并融入多元文化环境并不意味着其完全否定自己

的文化立场。认同本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是跨文化交流的基本前提，文化主体在多元文化交流过程中调

整自己的外在行为与方式，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消除文化差异带来的阻碍，进而更好地实现自身的目

的；另一方面，文化主体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为了适应不同文化环境所作出的调整，大多具有较强的目

的性。跨国企业管理者往往通过成功的跨文化实践活动，实现对其企业的有效管理 [12]（P101-112）；国
际留学生往往通过成功的跨文化实践活动，习得更多的有用知识。

2.文化智商的结构。文化智商的内在逻辑结构分析与建构是对文化智商概念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是
文化智商测量与提升的关键。研究伊始，克里斯托弗·厄尔利和洪信认为文化智商由认知性、动机性和行

¬ 《剑桥商学研究手册》（Cambridge Handbook of Intelligence ），由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伯特·斯滕伯格及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
斯科特·巴里考夫曼（Scott Barry Kaufman）共同编著。该书涵盖了人类商学领域最新、最全面的研究成果。全书 42 章内容均由相关领域
的世界知名专家撰写，被文化智商研究中心（CQC）誉为“商”学领域的权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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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性三个因素建构而成 [13]（P42-82）。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两位学者为使该结构顺承以往有关智商理
论的研究框架，提出了包括元认知性文化智商、认知性文化智商、动机性文化智商以及行为性文化智商

在内的四因素结构模式，这种四因素结构模式在文化智商研究领域的应用较为广泛。元认知性文化智商

和认知性文化智商统称为精神性文化智商。元认知性文化智商是指个体在与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

行交流时所具有的敏锐的文化感知力。拥有较高元认知性文化智商的个体往往更易于发掘与不同文化

背景的群体进行交流时需注意的一些潜在规则，自觉调整自身的文化知识与行为方式，将看似错杂、模

糊的跨文化环境梳理得更为清晰。认知性文化智商是指个体对多元文化环境中的行为规范、传统风俗、

核心价值等信息进行接收和处理的能力。具有高认知性文化智商的个体通常更善于理解不同文化环境

背景下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更乐于比较不同文化间的异同。动机性文化智商反映的是个体学习与

适应不同文化的内驱性与积极性。动机性文化智商是跨文化交流驱动力的来源，高动机性文化智商的个

体往往对充满挑战的异域文化充满好奇，高度的自我效能感使其坚信自己能够克服跨文化环境中的种

种障碍。行为性文化智商是指个体运用语言与非语言等手段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高行为性文化智

商的个体通常能够在科学的文化认知基础上，表现出恰当的文化行为，顺利实现跨文化目的。

3.文化智商的测量。基于文化智商三因素结构与四因素结构，文化智商测量相应地分为两种典型模
式。克里斯托弗·厄尔利和马林诺夫斯基根据文化智商的三因素结构设计了文化智商测量表，由认知、动

机和行为三个分量表构成，采用李克特五分等级量表进行分级评价。根据被调查者在每个部分的得分情

况，将个体文化智商分为 6 种典型类型即偏激型、分析型、天生型、大使型、模仿型及变色龙型。其中，变
色龙型是极为难得的跨文化管理人才，这一类型的人能够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灵活处理各种问题并能

够迅速融入其中。洪信和戴文林等人根据文化智商的四因素结构开发了一份文化智商测量表（CQS）。
该量表在对具有丰富跨文化交流经验的 8 名国际经理人进行访谈的基础上，确定了 20 道测试题目，从
文化智商元认知、认知、动机以及行为四个方面进行考量，经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商学院、美国中西部

高校等超过 1600 名高校学生实证检验，表现出对个体跨文化交流具有较好的预测性 [14]（P16-38）。香
农（Lu. M. Shannon）和托马斯·贝格利（Thomas M. Begley）使用该量表进行文化智商的自我测评
（Self-report）与同行测评（Observer-report），其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进一步说明了该量表的科学
性 [15]（P41-55）。目前，文化智商测量的样本主要集中于学生和跨文化企业管理者。

三、提升文化智商对厚植文化自信的作用

文化智商的提高不仅能够提升文化主体的文化感知能力、文化适应能力与文化交流能力，为文化

自信的形成提供保障，而且能够在增强文化主体文化自豪感与文化包容性的过程中，为文化自信的激发

提供心理支撑。此外，文化智商的可测量性能够为文化自信的提升提供科学考量。由此可见，提升文化

智商之于厚植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文化智商的提升能够为文化自信的形成提供多方面的能力保障

首先，提升文化智商能够提高文化主体的文化感知能力，在体味多元文化中夯实文化自信的认知

基础。文化主体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能否及时感知文化间的差异，是跨文化交流成败的关键。具有较高

的元认知性文化智商使文化主体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互动时，具有敏锐的文化感知力，能够及时

捕捉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自觉调整自身的行为从而减少由文化间的差异所带来的各种阻碍。高文化

感知力的主体不仅能够迅速转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以适应文化差异，而且能够通过元认知能力的迁移更

为深入地理解不同文化的本质。因此，文化智商的提高能够提升文化主体的文化感知能力，使其能在充

分感知多样文化的基础上，更为从容地应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阻碍，夯实文化自信的认知基础。

其次，提升文化智商能够提高主体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在克服差异中增进文化自信。跨文化适应主

要指文化主体在感知多元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认知结构、心理状态与行为表现，以更好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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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多元文化差异实现自身跨文化交流目的。提升认知性文化智商，能够使文化主体更善于理解不同文化

背景下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从而更好地调整自身的跨文化行为。提升动机性文化智商，能够提高文

化主体面对多元文化环境所带来的文化阻碍的心理承受能力，使其更具韧性。提升认知性和动机性文化

智商能够增强文化主体的跨文化适应能力，使其在感知文化差异、克服文化阻碍中，更加从容、灵活地进

行跨文化实践活动，从而在多元文化交流碰撞中保持自身文化的比较优势，提升文化自信的内在认同。

最后，提升文化智商能够强化主体的文化交流能力，在文明互鉴中厚植文化自信。“文明因交流而多

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6]（P258）提升文化主体的文化智商，能够从多个层面提升文化主体在多元文
化环境中交流、沟通的能力，进而较为有效地推动不同文化间交流实践活动的开展，为文化自信的形成

提供契机。文化主体的文化智商的提升，使得中华文化能够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中，充分地汲取

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经验与优秀成果，推动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进一步深植文化自信的根基。文化主

体作为文化传播的使者，其文化智商的提高能够有效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在异域文化环境中传扬中

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在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国家与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同时激发其内在的文化

自信，使其能够以更为自信的心态、更为自信的行为向世界宣扬中国精神、传递中国价值。

（二）文化智商的提升能够为文化自信的激发提供心理支撑

首先，提升文化智商能够增强主体的文化自豪感。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信形成，不仅来源于其在对本

民族文化科学审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更来自其在客观比较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

族文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似一面镜子，既能使文化主体

意识到本民族文化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并通过批判借鉴异质文化的优秀成果加以完善，又能使文化主体

充分了解本民族文化较之于其他文化显现出的优势，激发自身强烈的文化自信。提升文化主体的文化

智商，能够使其更善于理解多元文化环境背景下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更乐于比较不同文化间的异

同，进而推动文化主体在文化交流互鉴中更好地认识与发展本民族文化，提升自身文化自信。文化主体

在文化交流、碰撞与互鉴中形成的文化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往往可以进一步激发文化主体动机性文化智

商的提升，使其能够在自我效能感被不断满足的良性循环中，更为积极、从容地推动本民族文化与其他

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进一步促进本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其次，提升文化智商能够激发主体的文化包容性。随着世界各民族文化间交流、碰撞及互鉴进程的

加快，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就愈发显现。文化主体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如何感知、理解与包容文化差异，逐

渐成为困扰文化主体进行跨文化交流的首要问题。提升主体的元认知性文化智商，可以使其具有敏锐的

文化感知力，及时捕捉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自觉调整自身的文化知识与行为方式，减少由文化间差

异所带来的阻碍。文化主体在感知和理解不同文化间差异的基础上，能够充分认识到“不同国家、民族

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17]，进而形成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

文化主体以包容性的文化心态看待不同特质的文化，往往可以较为从容、灵活地化解在与异质文化交流

中所产生的文化冲突，在批判借鉴其他优秀文明成果的过程中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在坚定对本民族文

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荣，保持中华文化经久不衰。

（三）文化智商的可测量性能够为文化自信的提升提供科学考量

文化自信既是文化主体对自身民族文化的理性认识，又是文化主体由内而外表现出的自信心与自

豪感。作为一种心理认同，目前学术界尚未建立起科学有效的评测体系，以衡量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信程

度。而文化智商已具备科学的测量体系，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信程度测量提供借鉴。洪

信和戴文林等人不仅从样本选取、时间跨越、跨国普遍性、自我测评与同行测评相关性等角度验证了文

化智商量表（CQS）的科学稳定性，而且从判别和增量有效性角度论证了文化智商在文化判别与决策
（CIDM）、互动调节和心理健康方面超越了一般智商与情商。以文化智商指标作为考量文化主体自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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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依据，不仅可以使其了解自身应对多元文化环境的能力水平，有效地预估自己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

成败，而且可以使其在全面了解自身跨文化能力水平的基础上，从中外文化认知、文化心理构建、文化行

为实践等多角度有针对性地提升自身的文化自信水平。

四、提升文化智商以厚植文化自信的路径探究

文化智商理论不仅能够为文化主体的跨文化交流实践提供科学指南，而且能够为提振中华民族文

化自信提供新的思路。以文化智商的提升来厚植文化自信，应着重从开展通识教育、完善心理构建和加

强文明互鉴三个具体路径入手，提升精神性文化智商、动机性文化智商和行为性文化智商，进而厚植、激

发和坚定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信。

（一）开展通识教育提升精神性文化智商以涵养文化自信

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模式，其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已成为一种教育发展趋势。

首先，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历经数千年

的发展与传承，作为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凝结着世代中华儿女认识与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历史经验，是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6]（P15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承载的基本精神给国人带
来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教育，能够在涵养文化主体文化底蕴的同时，提升其

认知性文化智商。不仅要向文化主体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象，更要让其理解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

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创造力与综合国力的体现。文化自信的本源性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

根源，因此，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形成本土认知的重要内容，能够促使文化主体在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历史回顾中增进文化自豪感。文化主体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坚定了其对中华民族文化

理想与文化价值的肯定，厚植了文化自信的“根”与“魂”。

其次，开展跨文化交流技能通识教育。文化主体在进行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不仅需要掌握语言、文

化等认知性知识，还需学习跨文化交流的专门技巧以更有效地理解不同文化。文化主体在进行跨文化交

流之前，应当参与相关的跨文化技巧通识教育的学习与训练，着重提升自身的跨文化移情能力、发散思

维能力、跨文化协调能力以及灵活适应能力等，从多个角度对自身的跨文化交流技巧进行系统而全面的

训练。文化自信的主体性表明，文化主体在改造其外部对象文化的同时亦改造其内心的主观世界。文化

主体掌握较高的跨文化交流技能，不仅能够提升其改造文化的能力，更有策略性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而且能够在灵活处理文化冲突、克服文化差异的过程中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最后，开展中外文化比较通识教育。开展中外文化比较通识教育，不仅可以进一步增进文化主体对

其他民族文化的了解，而且可以通过对中外文化的对比，更好地认识本民族文化，以形成文化比较优势。

通过中外文化比较，能够提升文化主体的精神性文化智商，使其更乐于捕捉并理解中外文化之间的异

同，更擅于在文化比较中认识与发展本民族文化。在此过程中，应当以中国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的发展

为主线，引领学生思考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别，发掘中华文明较之其他文明得以源远流长、延绵不

绝的根本原因。文化自信的指向性表明，文化主体的文化选择受其价值取向的驱使。文化主体在文化比

较中对本民族文化形成全面认知与比较优势，使其更加认同符合自身价值指向的本民族文化，增强了文

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生命力与凝聚力的肯定。

（二）完善心理构建提升动机性文化智商以激发文化自信

提升动机性文化智商，是促进文化主体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中华文化不断发展，进而激

发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完善文化主体的心理构建，旨在为文化主体在跨文化实践过程中提供良好的心

理支撑，为激发主体文化自信提供动力。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提升文化主体的自我效

能感。文化智商理论下的自我效能主要指个体进行跨文化交流时，对跨文化实践成败的心理预期。当个

体成功进行跨文化交流实践的次数增多时，其自我效能感便会提升，个体会对跨文化交流更有信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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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应当充分利用文化主体的跨文化实践活动，当其成功进行跨文化实践时，应适当地加以奖励，促使其

自我效能得到充分满足；当其跨文化实践遭遇失败时，更应该及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降低其内心的负

面影响，鼓励其继续保持跨文化交流实践的热情。另一方面，激发文化主体的内在成就动机。一般来说，

个体具有两种成就动机，一种是金钱、奖品等外在的成就动机，一种是实现自身价值、追求卓越等内在的

成就动机。相比较而言，内在成就动机往往比外在成就动机更为持久、更具塑造力。激发文化主体的内

在成就动机，可以使其更为自发、自觉地学习与理解不同文化知识，更为主动地参加跨文化交流活动，提

高其动机性文化智商。文化主体内在动机的形成，可以使其高效地完成跨文化交流实践任务，进而进入

良性的心理循环，使文化主体在这一过程中能够不断形成正向的内在成就动机。文化自信的包容性表

明，文化主体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还应以开放、包容、大气的文化心态对待世界其他文化，形成

“美人之美”的文化自觉，为文化自信的形成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动机性文化智商的提高，不仅可以激

发文化自信的形成，还可以使文化主体在跨文化活动中更为得心应手地传扬与发展本民族文化。

（三）加强文明互鉴提升行为性文化智商以坚定文化自信

首先，创新文明互鉴形式。习近平指出：“锐意创新，用海内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

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8]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可以将实地线下交流与网络线上交流

结合起来，为行为性文化智商的提升提供新的方式与平台。此外，还可通过丰富不同国家民间交流形式、

增加各国不同层次文化交换生等途径，拓展文化交流互鉴的新渠道。文化自信的实践性表明，文化实践

是文化自信形成的坚实基础。文化主体在形式多样的文化实践活动中，能够提高自身的行为性文化智

商，更为灵活地应对跨文化交流活动的各种问题。在文明互鉴活动中，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创新创造能

力，强化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与感召力，使文化主体对本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与期待。

其次，丰富文明互鉴实践。文明互鉴实践，是检验文化主体精神性文化智商和动机性文化智商水平

的重要方式，是践行文化自信的实践途径。例如，文化主体可以借势“一带一路”倡议，丰富自身的文化智

商行为实践，更多地参与到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之中。文化主体在丰富的跨文化交流实践过程中，不仅能

够积累跨文化交流的经验提升其文化智商，而且能够在推动文化交流与文明碰撞的过程中增强其文化

自信。文化主体在丰富的文明互鉴实践中，不仅能够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理解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基础

上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更能以包容互助的文化心态与构筑文明共同体的气魄推动“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境界的升华。在不断推动中华文化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实现文化自信更高层次的飞跃。

文化主体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自信的彰显者。文化自信只有在文化主体的实践中才能得以

实现。文化主体如何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认识文化差异，并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保持比较优势、坚定文

化立场，是厚植文化自信过程中更为重要的、关乎未来的问题。文化智商作为全面衡量文化主体在多元

文化环境中探寻与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与本质特征，降低文化差异的阻碍以融入多元文化环境，进而更

好地实现跨文化目标的能力指标，能够为新时期厚植文化自信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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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 A New Perspective of Cultivat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Wang Jia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CQ is an index to measure the ability of cultural subjects to adapt to and integrate into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promotion of CQ can perfect the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subject,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he cultural subject from many aspects, and further upgrade
and predict the level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eventually promote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from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to cultural practice. In order to cultivat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with the
promotion of CQ, the general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perfec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 consolidation can be adopted to respectively promote spiritual CQ, motivational CQ, and
behavioral CQ, and further to cultivate, inspire, and firm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the cultural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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